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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以居民社会组织参与的影响机制为议题，研究社区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规

模、社会信任结构(差序格局属性)、社会参与类型(公共事务性参与、公益性参与)预测变量对居民社会组织参与行

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公共事务性参与、公益性参与和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在促进社会组织

参与行为发生方面存在非均衡性效应，其中公益性参与的促进效应最大，社会关系网络规模次之，公共事务性参

与的促进作用最小；社会信任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属性在社会组织参与中影响不显著。数据分析和理论解释模型说

明，居民社会组织参与正在由传统、被动的行政性议题及体制性参与向社会性议题及公益性、自发性参与变迁，

由传统封闭单一的公共事务领域逐渐向开放及多元化方向演进，作为传统性的中国社会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差序

格局)对人的行为和心理的影响不再显著，体现了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性走向现代性。公共事务性参与、公益性参

与和人际关系网络规模的提升和扩大都有助于社区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可以通过提高居民公共参与的公益属

性，扩大其人际关系网络规模及培育现代社会信任水平以促进社区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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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主

体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因其强大的功能性存在逐渐显

现出其在社会运行中作为重要主体的社会地位，并逐

渐成为居民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随着

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组织不仅成为国家管理社

会的重要载体，更成为沟通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一

剂良药。因此，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及我国居民的社

会组织参与状况日益受到关注。而其中，提高居民的

社会组织参与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对促进当前我国社会

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乃至推动国家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针对目前我国居民的社会组

织参与状况进行研究，有学者提出，社会资本类似经

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其内部包含的人际网络、社会信

任等要素[1−2]能够影响居民的公共参与行为；与此同

时，社会参与理论所包含的公共事务治理、公益活动

参与等要素也具有相应的影响作用。那么，增强社会

信任、拓宽人际网络水平是否能够从事实上提高社区

居民对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通过引导我国社区居民

对公益活动的关注与参与是否能够改善其社会组织参

与？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不断发展与壮大，而提高

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能够显著为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

展注入新的社会活力，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现代化进程。有鉴于此，本研究以社会资本理论(人际

关系网络、社会信任等)、社会参与理论为等基础，基

于 CGSS2012 相关数据进行研究，以期对改善居民的

社会组织参与状况提供有益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文献回顾 

 

原有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是影响居

民社会组织参与的重要影响因素，而社会资本主要包

含社会关系网络、社会信任等要素，大量研究试图通

过对社会信任结构、人际网络水平的操作化进行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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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社会组织参与造成的影响研究。笔者通过归纳已

有研究及相关文献的观点认为，不仅是社会信任结构

及社会关系网络这两个因素能够对居民的社会组织参

与产生影响，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公益活动

对于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实现社会有序发展同样具有

较大的促进作用。 

(一) 社会组织参与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作用机制

及其理论解释 

社会关系网络是否影响社区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

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核心议题。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论

解释模型主要通过对个人求职行为与结果、居民社会

参与行为中的社会网络作用机制、社会网络类型进行

考察，格拉诺威特发现，个体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利用

异质性稀缺资源的能力，即人际网络越广泛的个体其

从人际关系网络中所获取的社会资源也越多，其社会

资本也相对更为丰富[3]。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指出，

社会资本“通过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与资本财产为个

体所拥有的形式，由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构成，主要

存在于人际结构与人际关系之中，并且能够为结构关

系网络内部的个体提供行动上的便利[4]”。边燕杰等

学者通过对中国城市居民的调查资料的分析认为，社

会资本对于居民经济社会地位的取得具有不可忽视的

影响，而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则是影响其社会资本获

得与累积的重要因素[5]。事实上，社会关系网络可视

为一种以复合人际关系形式所呈现的空间载体，“我

们所关切的社会阶层、社会阶级和其他群体界线，都

镶嵌在一定的空间里，各种空间的隐喻，如位置、地

位、立场、地域、领域、边界、门槛、边缘、核心、

流动等，莫不透露了社会界线与抗衡的界限所在”[6]。

而正是在这个空间载体中所隐含镶嵌着由不同人际关

系线所能够直接或间接带来的其他丰富的社会资源的

获得与否，将对居民个人的下一步行动产生一定影响。

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影响居民社会组织参与行为的重要

影响机制，在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过程中，需要考量

居民个体基于社会关系网络所包含的个人人际网络广

泛程度、人际网络结构的异质性程度及人际资本财产

等议题。 

(二) 社会组织参与中的信任结构作用机制及其

理论解释 

社会信任是否影响社区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同样

也是学术界关注的议题。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

组织的特征，而社会信任则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之

一。他认为美国民众更为关注个人社会发展问题，因

此但凡涉及公共领域的事务，美国民众普遍将自己的

利益诉求转移给社会组织或者国家政府进行处理，而

社会信任在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7]。福山则认为

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的内涵十分相似，即二者都是与

文化传统及历史背景相联系的，这种联系因素有利于

增加社会互惠的同时降低了社会失范现象发生的     

概率[8]。胡荣认为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考察维

度，社会信任不仅能够促进居民人际关系的发展，更

能够提升居民个人的社会参与[9]。杨中芳认为，社会

资本在社会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影响社会资本

产生影响效应的关键以及社会发展的核心因素，则是

在交往中所需要的社会信任；如果社会个体丧失社会

信任，则意味着其也将同时失去社会信任中所包含的

社会资源[10]。学者们通过实证研究，将社会信任作为

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维度进行量化操作，并发现普遍

信任对居民的社会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1]。基

于上述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研究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

初期及其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信任这一要

素在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网络所建构出的“熟人社会”

中占有社会资本的较大构成比重；与此同时，由传统

人际关系网络亲疏层次区别所构建的社会信任结构

——也即“信任的差序格局属性”，对于社区居民多

方面的社会参与存在着非常大的影响，其中也包括对

社会组织的参与。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落实及

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中国社会已逐渐进入去组织  

化[12]及碎片化[13]的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熟人社会”

逐渐分崩瓦解，社会信任结构也在不断转型。基于此，

本研究试图探讨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信任结构(差序格

局属性)是否同样会影响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 

(三) 社会组织参与中社会参与的类型化效应及

其理论解释 

社会参与属性及类型影响着社会组织参与状况，

主要可分为公共事务性参与和公益性参与。其中，公

共事务性参与主要指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具

有体制化参与的明显特征——如政府以及公共机构在

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以及国家在社会治

理层面的公众参与等。国外学者针对集体行动困境的

讨论多涉及社会参与理论，强调社会参与理论所包含

的公共事务因素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及推进社会发展的

意义。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为了解决集

体行动的困境，在批判吸收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构

建了以社会参与为核心的解决方案，并认为社会互惠

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前提，而其形成则依赖于社会

成员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14]。普特南通过对美国人

社会参与的研究发现，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对于解

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及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发展具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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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的作用。国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很早就提

出了，随着社会力量的不断发展，社会组织经历了从

无到有的过程，而这些都使得公共事务参与成为了居

民的必然选择[15]。更有学者认为，社区发展的一个重

要条件就是实现社区参与并通过社区参与实现   赋

权[16]，以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有效弥补政府

或市场不足，推动社会参与力量的不断壮大，从而实

现社会治理健康有序地发展[17]。相较于公共事务性参

与，公益活动参与则是指社区居民自觉地参与公益服

务，体现了社会的发育水平、非体制化特征及社会公

益价值理念，如参加慈善公益服务及志愿者活动等。

国外学者认为社会参与行为能够通过社会组织形式的

网络结构传递奉献、友爱、互助等公益价值观，从而

有效推动自发合作与自愿奉献的公益活动开展进   

行[18]。帕特南通过对美国居民的社会参与状况的研

究，发现居民参与社会公益团体如志愿会等“能够通

过协调的行动进而提高社会效率”[19]。国内有学者认

为社会参与是民主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而社会参与的

关键是居民能够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即站在公共利益

的角度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20]。通过对公共事务性

参与和公益性参与的相关理论解释，笔者认为社会组

织参与的不同属性及类型体现了社会组织参与所能够

引发的不同的社会效应。而其中，社会组织作为居民

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能够让居民通过参与具有

不同属性的社会组织的方式，接触到更多诸如公共政

策征集与修订、公益活动推广等公共领域范畴的监管

及实践，从而起到结构性提高社会发育水平、强化社

会公益精神，进而改善社会组织参与状况的作用。据

此，本研究试图验证及对比公共事务性参与和公益性

参与对社会组织参与的影响效应。 

(四) 社会参与作用机制的理论解释模型：复杂性

假设、理论等式验证及其说明 

综上所述，原有的理论研究及经验解释模型大多

是试图在“自变量-因变量”即“社会资本(社会关系

网络、社会信任)与社会参与”之间做出单变的理论解

释和因果推论，但很少有研究对“社会资本(社会关系

网络、社会信任结构)与社会参与”的复杂性假设做出

理论说明。据此，本研究将尝试在原有的理论解释层

次、理论等式和经验解释模型的基础之上，基于社会

参与的复杂性假设模型，将社会参与划分属性类型进

行类型学分析，以社会资本中的人际网络与社会信任

作为理论解释变量来阐释社会组织参与的影响因素，

进而验证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人际网络、社会信任)

以及公共事务参与、公益活动参与属性类别是否会对

不同的社会组织参与类型抑或社会组织参与内容具有

同等解释效度。 

 

二、数据、变量与解释模型 

 

(一) 研究问题 

通过整理文献发现，原有的理论研究及经验解释

模型试图在人际网络、社会信任和参与类型等各个自

变量与社会组织参与这一因变量之间做出理论解释及

因果推论。这些研究发现，人际网络越广泛的个体，

其能够从人际关系网络中所获取的社会资源越多，获

取资源的动力推动其社会参与水平也相对更高；社会

信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居民获取更广泛的社会资

源，从而影响居民个人的社会参与行为；公共事务参

与及公益活动参与作为社会参与理论的重要因素，能

够帮助社会成员形成社会互惠，进而通过协调的行动

来提高其社会参与效率。本研究试图在原有的理论解

释层次、理论等式及经验解释模型的基础之上，以居

民的社会组织参与为研究内容，以有效提高居民的社

会组织参与状况为切入点，主要检验居民的人际网络、

社会信任、公共事务参与、公益活动参与四个预测变

量对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是否具有同等解释效度。 

(二)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

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2 年度的

调查数据，通过数据筛选和数据处理，选取与社会组

织参与指标相关的调查数据。CGSS2012 年样本量为

11 765，应答率达到 71.5%；经过数据清理以及针对

本研究内容进行的研究框定，最终选取有效样本 5 815

个，研究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三) 变量 

1. 因变量 

利用 CGSS2012 数据中有关居民社会组织参与状

况作为测量指标，该测量量表主要是询问居民“您对

这些组织的参与是否积极？您是下列组织的成员

吗？”其中包含的社会组织主要有：政治团体、社区

组织、社会公益组织(志愿者组织/非营利组织)、群众

运动/消费者权益组织、宗教组织、校友会、娱乐休闲

团体、工会及类似的劳动者组织、职业协会和专业学

会及行业协会。测量的内容为：0 表示不是成员；1

表示是成员，但基本不参加；2 表示是成员，并且积

极参与。所有的组织类型的参与累积得分，即为本研

究的因变量社会组织参与状况。数据分析发现，工会

及类似劳工组织的参与率最高，其次为政治团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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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为校友会。这反映了居民参与社会组织多是为了

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因而对于工会及类似劳工组织

的社会组织参与率相对较高；再者，我国现在仍然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对社会的宏观调控覆盖面

相对较广，因此，居民往往更倾向于选择加入相关政

治团体，以便在社会层面获得更好的发展；宗教组织、

社会公益组织(志愿者组织/非营利组织)、群众运动/

消费者权益组织的参与率排在最后三位，这可从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我国社会力量的发展仍然不够充

分，也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社会组织自身资源整合

能力不足的问题，即居民自身所能动员的社会资源可

能会多于通过参与社会组织所能够额外获得的社会资

源，因此其更倾向于选择不参加社会组织。 

2. 自变量 

(1) 社会参与属性 

本研究试图通过引入社会参与属性来测量其对社

会组织参与的影响，并把社会参与属性分为“社区居

民公共事务性参与”及“社区居民公益性参与”。其

中，“社区居民公共事务性参与”用 CGSS 数据中有

关社区居民公共事务性参与状况的测量量表进行分

析。该量表主要是询问居民“在过去 12 个月中，您是

否经常参与下面这些本地事务的讨论”其中包含的公

共事务主要有：环境问题、教育问题、安全问题和消

费问题。测量的内容为：0 表示从来不参与；1 表示参

与过几次；2 基本上每月都参与；3 表示基本每星期都

参与。所有问题的参与累积得分即为本研究主要自变

量之一“公共事务参与”的状况。经过数据分析发现，

居民参与本地消费问题探讨的活跃率最高，其次为参

与本地安全问题讨论，再次是教育问题，最后才是环

境问题。这反映出当前我国居民参与公共事务较多是

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及保障个人生活的基本安全；

虽然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但从居民参与环境问题讨论

的情况来看，其环境保护意识仍然有待提升。针对另

一自变量“社区居民公益性参与”，同样用 CGSS 数

据中有关公益性参与状况的测量量表进行分析。该量

表主要是询问居民“在过去 12 个月中，您是否参加过

公共利益相关的活动？”其中包含的公益活动主要

有：建设本社区的志愿活动；与体育、文化、艺术或

学术相关的志愿活动；与社会弱势群体相关的志愿活

动；与政治事务相关的活动。测量的内容为：0 表示

从来不参与；1 表示参与过。所有的问题的参与累积

得分，即为本研究的主要自变量之一“公益活动参

与”的状况。数据分析发现，在指向公共利益的志愿

活动中，居民更倾向于参与到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帮助

之中，同时对于与个人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社区志愿

活动的参与也较为积极，而对公共政治事务活动的参

与热情则相对最低。 

(2) 社区居民社会关系网络 

本研究试图通过引入社会关系网络规模来测量其

对社会组织参与的影响，使用 CGSS2012 数据中有关

人际网络的测量量表进行分析。该量表主要是询问居

民“您的亲戚、朋友以及打过交道的人中，有没有从

事下面这些职业的？”其中包含的人脉类别主要有：

大学老师、律师、护士、电脑程序员、中学老师、人

事经理、居民、美发师、前台接待和警察。测量的内

容为：0 表示没有；1 表示有。所有的问题的参与累积

得分，即为本研究的主要自变量之一“人际关系网络

规模”的状况。数据分析发现，由于居民的人口比例

较大，因此自然成为人际网络中最经常能够接触到的

人脉类别；另外，由于我国的教育重视程度及教育覆

盖率较高，所以对中学老师及大学老师的接触率也相

对较高；除此之外，对于与社会民生息息相关的医疗

行业中的护士接触率也较高。 

(3) 社区居民社会信任结构 

本研究试图通过引入社会信任结构中的社会信任

层次性(差序格局属性)来测量其对社会组织参与的影

响，使用 CGSS2012 数据中有关社会信任结构的测量

量表进行分析。该量表主要是询问居民“您对下面这

些人的信任程度如何？”其中包含的信任对象有：亲

戚、朋友、邻居、同事、陌生人、医生、银行职员、

公司高管、记者；非营利/非政府组织的领导、老师、

地方政府官员、中央政府官员、警察。测量的内容为：

0 表示没有；1 表示有。所有的问题的参与累积得分，

即为本研究的主要自变量之一“社会信任水平”的状

况。数据分析发现，当前居民对亲戚的信任程度仍然

最高，反映出当前我国以血缘、亲属关系为核心的信

任差序格局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居民的潜意识里

——对有亲缘关系的“熟人”信任程度普遍较高，对

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普遍较低；另一方面，居民对于地

方政府官员、非营利/非政府组织的领导的信任程度及

公司高管的信任程度相对较低，这或许是因为目前我

国市场经济发展仍然不充分不均衡，部分社会组织也

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其发展导向，因此造成了居民对其

领导人的不信任。 

3. 控制变量 

除了核心自变量之外，文章还将性别、年龄、自

评社会地位、受教育年限等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模

型。性别为虚拟变量(男=1)；年龄和自评社会地位为

连续变量，自评社会地位是按 1~10 进行的自我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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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年限为连续变量，由受教育程度转换而来，其

中：0 表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6 表示小学；9 表示初

中；12 表示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以及技校；15

表示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

育)；16 表示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正

规高等教育)；19 表示研究生及以上、其他。表 1 为

本研究所使用的变量及赋值情况。 

 

表 1  变量定义、赋值及其描述性统计 

变量 

类型 

变量 

名称 
性质 

样本 

量 

变量 

赋值 

平均 

值 

标准 

差 

因变 

量 

社会组织参 

与状况 
连续 5 779 0−16 0.68 1.64 

自 

变 

量 

公共事务性参与 连续 5 806 0−12 2.94 3.10 

公益性参与 连续 5 816 0−4 0.32 0.73 

关系网络 连续 5 758 0−10 3.10 2.35 

社会信任结构 连续 5 140 0−45 28.85 5.98 

控制 

变量 

性别(男性=1) 类别 11 765 0, 1 0.51 0.50 

受教育年限 连续 11 761 0−19 8.71 4.65 

年龄 连续 11 764 17−96 48.91 16.26 

自评社会等级 连续 11 712 1−10 4.17 1.71 

(四) 解释模型 

由于因变量社会组织参与状况是连续变量，故采

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基于自变量公共事务、公

益参与、人际网络与社会信任建立了四个逐步回归模

型，依次将四个自变量纳入解释模型。另外，为了考

察四个自变量的相对效应，模型还提供了自变量的标

准化回归系数。 

 

三、数据分析结果 

 

在进行回归模型分析之前，本研究首先对模型的

拟合度及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诊断。经检验，模型 A、

B、B1、B2、B3 的 Durbin-Watson 值在可接受的范围

之内，残差独立，说明这五个模型的拟合度较好。随

后对该模型进行方差检验，P 值均小于 0.05，说明模

型具备统计学上的意义。模型的容差与方差膨胀因子

均在合理范围之内，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2 报告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 

数据分析发现，自变量公共事务属性与因变量社

会组织参与通过皮尔逊相关检验，相关系数为 0.222， 

 

表 2  居民社会组织参与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公共事务性参与 
0.150*** 
(0.007) 

0.077*** 
(0.006) 

0.055*** 
(0.007) 

0.055*** 
(0.007) 

0.073*** 
(0.007) 

公益性参与  
0.349*** 
(0.027) 

0.334*** 
(0.027) 

0.333*** 
(0.029) 

0.358 *** 
(0.029) 

社会关系网络   
0.125*** 
(0.009) 

0.124*** 
(0.009) 

0.184 *** 
(0.009) 

社会信任结构    
0.013 

(0.004) 
−0.001 
(0.004) 

控制变量      

性别 

(男性=1) 

0.031* 
(0.041) 

0.024* 
(0.038) 

0.020 
(0.038) 

0.018 
(0.042) 

 

年龄 
0.124*** 
(0.001) 

0.120*** 
(0.001) 

0.133*** 
(0.001) 

0.128*** 
(0.001) 

 

受教育年限 
0.327*** 
(0.005) 

0.271*** 
(0.005) 

0.236*** 
(0.005) 

0.232*** 
(0.006) 

 

自评社会地位 
0.088*** 
(0.005) 

0.072*** 
(0.011) 

0.058*** 
(0.011) 

0.056*** 
(0.013) 

 

常数项 
−1.579 
(0.109) 

−1.445 
(0.102) 

−1.572 
(0.103) 

−1.676 
(0.150) 

−0.078 
(0.110) 

adjR2 0.145 0.256 0.268 0.263 0.221 

N 5734 5733 5675 5036 5052 

注：*P<0.05；**P<0.01；***P<0.001； 

除模型 5 为标准回归系数意外，其他四个模型报告的均是非标准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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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公共事务性参与和社会组织参与存在显著相关

关系。从模型 1 可以看出，公共事务性参与对居民的

社会组织参与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控制变量保持

不变的情况下，公共事务性参与每提高一分，居民的

社会组织参与得分就提高 0.15 分，该结果在 0.001 的

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说明公共事务性参与度越高的居

民，其社会组织参与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因此，

提高居民的公共事务性参与度，有利于促进居民的社

会组织参与。从模型 2 到模型 4 可以看出，在纳入公

益活动、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信任结构之后，公共事

务的解释力逐渐下降，其回归系数由 0.150 下降到

0.055，但仍然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 

比较模型 2 和模型 1 后发现，在加入公益性属性

后，模型的解释水平得到极大改善，调整 R 方从 0.145

提高到 0.256，说明公益性参与对居民社会组织参与具

有较明显的解释能力。在模式 2 中，公益活动参与的

非标准化系数为 0.349(P<0.001)，这说明在控制变量

和公共事务参与情况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公益活动参

与每提高一分，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水平就提高 0.35

分。从模型 3 和模型 4 可看出，在加入社会关系网络

和社会信任结构后，公益活动参与的影响系数有所降

低，但仍然保持在 0.3 以上，并且在 0.001 的水平上统

计显著。 

比较模型 3 和模型 4 能够发现，社会关系网络规

模对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具有显著的(P<0.001)促进

效应，居民人际关系网络的职业类别每增加一种，其

社会组织参与就提高了 0.12 以上，即人际网络越广泛

的居民其社会组织参与度也越高。另外，在纳入社会

信任之后，人际网络的解释力并没有明显下降。这说

明人际网络的解释力没有被社会信任结构稀释，人际

网络仍然与社会组织参与存在较强的显著正相关。另

外，数据结果反映出社会信任的差序格局结构属性对

于社会组织参与不存在显著解释力。 

为了检验自变量对居民社会组织参与的相对效

用，统计还提供了四个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从

模型 5 可以看出，四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为正，除

了社会信任之外，都在 0.001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说

明公共事务性参与、公益性参与和社会关系网络规模

的提升和扩大都有助于促进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其

中公益性参与的促进效应最大，人际关系网络规模次

之，公共事务性参与的促进作用最小。这一研究结果

对于今后相关政策的修订与完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并且具有相对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研究结论与发现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共事务性参与、公益性参

与和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对于促进社会组织参与行为的

发生具有显著性影响，理论解释模型和数据分析结果

能较好地说明中国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参与的影响机制

及其作用过程。 

其一，社会组织参与类型(公共事务属性和公益属

性)能够对社区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行为产生影响。公

共事务性参与、公益性参与程度越高的居民，其社会

组织参与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居民对公益属性的

社会组织参与程度高于对公共事务性属性的社会组织

参与程度，体现了居民社会组织参与由传统、被动的

行政性议题、体制性参与向社会性议题、公益性与自

发性参与变迁，由传统封闭单一的公共事务领域逐渐

向开放及多元化方向演进的趋势。 

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公共事务性参与度越高

的居民，其社会组织参与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因

此，提高居民的公共事务性参与度有利于促进社区居

民的社会组织参与。这点与西方已有经验研究发现结

果一致。萨拉蒙针对公共事务治理所宣称的“20 世纪

最伟大的社会创新”即为居民社会组织力量的出现与

兴起，并且使传统封闭单一的公共事务领域逐渐向开

放及多元化方向演进——公共事务参与和社会组织参

与之间共同享有公共权力。据此，笔者认为应大力倡

导公共精神以提升社会资本存量，积极培育居民良好

的责任观与参与观，“参与是参与者主动的行为，启

发贫困者把参与项目当作自己的事业”[21]，同时应号

召社区居民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方能以普遍的公共

精神参与公共事务的同时为社会组织参与带来更多积

极的影响。与此同时，研究发现公益性参与对居民社

会组织参与行为的发生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公益活

动参与度越高的居民，其社会组织参与行为发生的可

能性越大，因此，提高居民的公益性参与度有利于促

进社区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罗尔斯认为：“所有社

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

——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这些或所有社会基本

善的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如果不得不产生

某种不平等的话，这种不平等应该有利于最少受惠者，

利益分配应向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倾斜”[22]。而从社

会组织的功能上分析，其恰好能够行使利益分配的诉

求，尤其在公益活动方面发挥“向处于不利地位的人

们倾斜”的重要协调作用，促进经济层面的合理化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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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从而帮助社会整体得到相对更加均衡的发展。比

较而言，公益属性的社会组织参与程度要高于公共事

务属性的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也能够说明在现代社会

中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开始由政治性议题及体制性参

与向社会性议题及公益性、自发性参与进行过渡与转

变，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社会层面的整体发展与进步

得到了实证性凸显。 

其二，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能够对社区居民的社会

组织参与行为产生影响，即居民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

规模越大，其社会组织参与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

而另一方面，社会信任结构对社会组织参与产生的影

响却并不显著，理论解释模型和数据分析结果阐释了

社会组织参与的现代性转型——中国社会在从传统性

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随着去组织化及碎片化的互联

网时代社会发展特点逐渐增强，建立在“熟人社会”

模式基础之上的传统性对于当代中国社区居民的心理

与行为影响同时也在逐渐减弱。 

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人际关系网络规模对居

民的社会组织参与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人际关系网

络规模越大，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也越大。因此，通过扩大居民的人际网络规模从而提

升其有效社会资本的运用及积累，将更有利于促进社

区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普特南认为关系网络分为横

向的关系网络与垂直的关系网络，但在解决集体行动

困境、表达集体利益诉求方面，横向的关系网络作用

要大得多。在本研究中不难发现，横向关系网络作为

社会资本的一种基本构成方式，在促进社会组织参与

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因为横向的人际接触不仅能促进

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教育背景的居民相互接触

及交往，更能够使其相互之间各种信息的有效传递及

快速流通成为可能。而这类网络关系越紧密，其进行

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就越高，从而也越有动力驱使居

民追求个人乃至集体的共同利益。 

而在社会信任结构对居民社会组织参与行为的影

响层面，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社会信任结构(差序格局

属性)对社会组织参与的影响不显著。数据结果与以往

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这说明了中国社会在从传统性

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传统性对于当代中国社区居民

的心理与行为影响正在逐渐减弱——在以“熟人信

任”为社会信任结构建构核心的传统中国社会，“家

族制”“单位制”的传统社会生活模式使得人际关系

普遍存在以亲缘关系作为依据的特殊信任。而在现代

社会中，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与高速发展，居民个

人的社会生活逐渐从“组织化”走向了“去组织

化”“碎片化”，“熟人社会”的解体导致以亲缘关

系作为依据的特殊信任下降，“也正是在这种传统资

源的丧失过程中, 践履着一种主体性的日常生活实践,

这是一次自下而上的现代性书写和谋划”[23]。社区居

民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对陌生人的普遍信任程度也将

在短时间内停留在相对较低水平，由此使得社会信任

结构有可能在社会组织参与影响效果中作用不显著。

事实上，社会信任是衡量社会资本多寡的重要指标，

也是社会资本产生的表现形式与前提条件。实现社会

整合以及提高社区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水平，不能忽

视社会信任的层次性，应加快提高社会整体的公信力

水准，促使居民的社会信任结构逐渐从特定范围的特

殊信任向更广范围的普遍信任逐渐转变。只有当社会

的普遍信任结构水平达到较高程度时，其对居民的社

会组织参与才有可能起到推动与促进的作用，同时这

一良效反过来也将促进社会的进一步整合。 

其三，社会参与属性、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信任

结构在对于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参与的影响方面存在不

均衡效应。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公共事务性参与、

公益性参与和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提升与扩大都有助

于促进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参与行为的发生，且这三者

在促进作用上存在不均衡效应——其中，公益性参与

的促进效应最大，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影响次之，公

共事务性参与的促进作用较弱，而社会信任结构对其

影响未表现出显著性。这一发现对于我们在提高社区

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方面具有很重要的政策意蕴及一

定的现实价值——在针对相关政策的修订及完善方面

应着力鼓励社区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同时加大宣传

力度以培养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及参与意识，从而提高

社会组织参与的整体水平。除此之外，更应积极营造

全社会的公益氛围，提高社区居民对公益活动的关注

程度及参与程度，培育社会信任以创造更为丰富的社

会资本，激发社会活力，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的和谐发

展与高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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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ocial organization participatio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trust structure and participation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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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generated from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2012), taking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s' social organizations as the topic,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redictive variables on th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of residents' soci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scale of social 
relations network of community resident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trust (the attribute of difference order pattern), and the 
type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public affairs participation, public welfare particip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he participation of public affairs, the participation of public welfare and 
the scale of social relations network have unbalanced effects in promo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mong which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public welfare participation is the largest, followed by the scale of social relations 
network, and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public affairs participation is the smallest, while the attribute of difference order 
pattern in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trust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 model 
of data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shows that the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s' social organizations is changing 
from traditional and passive administrative issues and institutional participation to social issues and public welfare and 
spontaneous particip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while gradually changing from the single and closed traditional field of 
public affairs to open and diversified direction, the influence of trust structure (difference order pattern) of Chinese 
social specialism as a tradition on human behavior and psychology is no longer significant, which reflects that Chinese 
society is evolving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The promo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public affairs participation, the 
public welfare participation and the interpersonal network scale all contribute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of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can be 
promoted by improving the public welfare attribute of residents' public participation, expanding the scale of residents' 
interpersonal network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trust in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social trust structure; participation 
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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